
从《湘君》与《学衡》的离合看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

陈文新　 江俊伟

摘　 要： 本文以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刘永济为中心，以“学衡”这一宽泛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为参照，以《湘君》与《学衡》的

离合为焦点，旨在揭示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 刘永济之于《学衡》，始终扮演支持者、追随者的角色；而在《湘君》的话语

空间中，他则有着更为自主的文化姿态。 《湘君》与《学衡》一重创作、一重学术的差异，刘永济等的清高自持与吴宓等的

斗士风范的差异，有助于我们亲切把握刘永济作为辞章家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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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２０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学衡》曾经

被人遗忘，或者说，曾经被有选择地加以叙述。 这

种遗忘或选择性叙述，既是现实政治、文化环境的

“话不投机”使然，也与昔日《学衡》主将们刻意或

被迫保持缄默不无关联。 在《学衡》停刊 ３３ 年后

的 １９６６ 年，吴宓拒绝了将《学衡》创办经过付诸

文字的邀请。 他的理由是：“《学衡》社的是非功

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 现在

写，时间太早” （华麓农 ５８）。 吴宓的抉择，在当

时的舆论气候下无疑是明智的。 一本曾被鲁迅讥

讽为“不值一衡”的刊物与它所承载的文化保守

主义理想，确实不宜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中国大

陆公开宣扬。 而吴宓对未来的极其准确的预见，
虽然可以理解为真理在握的自信与自负，但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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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是聊以自慰，甚至只是对“三十年河东，三
十年河西”这样一句老套格言的习惯性重复。

幸运的是，历史竟然没有辜负吴宓的期待。
“因其思想近于保守、论点过于理想化而一直处

于被贬低、嘲讽的境地中” （“学衡派评介” １）的
《学衡》，随着国学热的升温，又回到了当代学人

的视野。 这个时候，亲历过那些纷争的当事人、支
持者乃至反对者大多早已故去。 对于《学衡》的

讨论，也渐渐褪去了意气之争与意识形态的阴影，
与之相关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 正是有了这些成

果的支持，我们得以初步还原刘永济所真切依存

过的这个文化平台。
为了讲述刘永济与《学衡》的关系，我们的视

线还将转至一本不甚为人所知的刊物———《湘

君》季刊。 这本如今只存留下三期的刊物，却是

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坐标。 与在《学衡》中的普

通作者身份不同，作为湘君社长的刘永济，只要他

愿意，他就有能力影响甚至左右《湘君》的旨趣与

风格。 关于《湘君》与《学衡》的对照，可以帮助我

们对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做出更为亲切的描述。

一、 刘永济何以与《学衡》结缘

将《学衡》与学衡派置于同一语域，以此来考

察刘永济的早期学术活动及其学缘结构，也就有

了对刘永济的“派别”归属加以界定的必要。 《刘
永济先生年谱》 曾断言刘永济 “非 《学衡》 社

员”，①也许是担心刘永济受到《学衡》的连累，而
我们则想提及这样一个信息，以明确《学衡》之于

刘永济的意义。 那是在 １９４０ 年，也就是《学衡》
停刊的七年以后，刘永济将一首《鹧鸪天》词赠给

了吴宓与梅光迪，其词序云：“偶检论文旧稿，有
感于伪江南近事，赋寄学衡社友迪生、雨僧两兄”
（“鹧鸪天” ５６）。 “社友”是同社中人的彼此互

称，刘永济既然以“社友”来称呼梅光迪与吴宓，
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其实已无丝毫含混之处。 而

与刘永济过从甚密的程千帆也明确说过：“刘永

济先生就是学衡派” （《桑榆忆往》 ２０）。 这则材

料同时也提请细心的读者注意： 《学衡》杂志也

好，学衡派也罢，它们对于刘永济的意义，首先是

与之关联的那些“人”，以及由此产生的学缘关系

及其文化学术走向。
在刘永济的学术生涯中，《学衡》是一个有着

特殊意义的平台： 他正式迈入学术圈子，正是始

于为《学衡》杂志撰稿。 一方面，与吴芳吉等人一

样，刘永济是作为吴宓、梅光迪“志同道合的同

学、朋友”（“回眸‘学衡派’” ２４）加盟《学衡》的；
另一方面，与好友陈寅恪相似，刘永济也符合“情
趣相投的撰稿人”这一标准，是因“学术思想、文
化观念与《学衡》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趋同，赞成

《学衡》的宗旨和主张”（“回眸‘学衡派’” ４４）而
结缘的那一批作者。

刘永济与《学衡》结缘，除了“情趣相投” “志
同道合”外，其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吴宓常以清

华同窗兼挚友的身份“逼”他撰稿。 １９２３ 年 ４ 月 ６
日，吴宓在写给吴芳吉的信中说：“即宓意我辈志

业高远，而大病在不能结团体，夫《学衡》既有中

华书局之印售，又有宓之经营琐务，专待同志之作

文寄稿而已。 虽其初发起之时，由于此间诸人，然
其后诸人不尽力作文，大权尽在宓手，故《学衡》
者，亦即弟与宏度、柏荣兄之《学衡》也”（《吴宓书

信集》 ９０—９１）。 当吴宓将《学衡》视为他与吴芳

吉、刘永济、刘朴等人所共有的文化园地和学术平

台时，在征稿、索稿时也就从不客套，而是极其个

人化和情绪化。②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他写信向刘

永济与吴芳吉催稿，那种近乎逼债的口气，令人忍

俊不禁：“《学衡》乏稿，正值交涉续办，故尤须内

容丰富，著译精粹，方足见重于人，故望二公速尽

力撰著，并力促柏荣、绍周、友古、复庵诸兄速一同

撰著，赶紧寄下，如围城望救兵也。 望二公速代函

以上诸兄，催促之” （《吴宓书信集》 ９８）。 有时，
吴宓催稿之促、情急之笃，几乎到了“以死相逼”
的地步。 １９２５ 年，他在寄给刘永济、吴芳吉、刘朴

三人“同阅”的一张催稿明信片上竟这样写道：
“《学衡》续办，稿件缺乏［……］望宏度兄速撰长

篇寄下［……］总之，勿认《学衡》为宓一人之事，
《学衡》停版，宓即投身窗外水池中耳。 望速寄文

章来，馀另详。 托钞曾重伯、王先谦等件，何亦竟

无成功，望三公日日在意，当思 《学衡》 每月需

６７０００ 之稿。 至于宓之生死苦乐，可以不问，宓生

不能感动朋友，维持一小小杂志，何颜苟活哉！”
（《吴宓书信集》 １０２）。 这种“以死相逼”的催稿

法，即使是个性率真的吴宓，想来除了极亲近的挚

友之外，也是不会经常采用的。 这也从一个侧面

表明，这种笃厚的私谊，正是刘永济与《学衡》结

缘的最为切近的因素。 《学衡》对于他来说，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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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阐说“迂阔之言”的同仁媒体，一个发表诗

词的风雅刊物，更是与吴宓、梅光迪等人私谊的沟

通渠道，是分担友人吴宓 “生死苦乐” 的一个

空间。
《学衡》与学衡派，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学术史

存在： 一个是被视为与《新青年》大唱对台戏的文

化保守主义刊物，一个是被视为“堂吉诃德式”的
学术群体。 与普通学术刊物有所不同的是，《学
衡》既是学术交流的园地，更是文化交锋的阵地。
毕竟，《学衡》之诞生，乃缘于梅光迪、吴宓等人犹

如“楚囚对泣，惨然无欢”（“吴宓日记” １５４）的忧

虑，兴于欲“与若辈鏖战一番”（“吴宓日记” １４４）
的斗志。 在这种充满了悲剧感和使命感的氛围之

下创办的《学衡》杂志，其文化锋芒之尖锐，未免

使其学术园地的性质相对黯淡。 置身于《学衡》
场域中的刘永济，他在《学衡》上发表了多篇与新

文化运动立异的文章，如：

古之人抱悲天悯人之情，怀匡民济

世之志，既不得通达于当时，乃著之空

言，传之后世，其亦良可哀矣。 而后之人

诵其诗，读其书，能因以见其志，感其情

者，亘百世而不易一遇。 其有不变乱黑

白，狡狯假借以售其私者，必支离破碎，
武断曲解以失其实。 是其情志所蕴积，
将终无表曝之日，又遑论本其情，述其

志，而为之发扬光大之乎！ 至于妄肆讥

评，以抨击古人为名高，俨然若法官坐堂

皇，跪古人于阶下而裁判之，若者徒，若
者杖，若者罚锾，更无论矣。 呜呼！ 古之

人即至不幸，亦何至若此。 是岂讲学者

所当为耶？ （“文鉴篇” ４３４）

刘永济当然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一点

不需多说。 有意味的是他的论争方式。 刘永济并

没有采取声色俱厉的叫战口吻，而是揆情度理，向
读者显示了古代圣贤在漫漫的历史长途中所遭遇

的几乎看不到终点的困境。 古代圣贤满怀悲天悯

人之情，匡民济世之志，却无缘在现实生活中施展

其抱负，只能托之空言，期待在后世遇到知音。 这

已经足以令人唏嘘不已了，可是后世的状况也同

样甚至更加令人不胜唏嘘。 那些掌握了国家权力

包括文化权力的人，不是误解圣贤著作的真实内

涵，就是假借圣贤的名义夹带一己私货，要出现一

个真能将圣贤理念发扬光大的人，真是百世而不

可一遇。 眼下的状况更是空前的不幸，居然有人

把圣贤视为罪犯，一一加以审判，让他们为权势者

承担祸国殃民的罪责。 “呜呼！ 古之人即至不

幸，亦何至若此。 是岂讲学者所当为耶？”在刘永

济的感慨中，不难读出这样的意思： 国家之所以

混乱至此，正是由于圣贤理念未能付诸实施的结

果，罪责在历朝历代的权势者；现在反倒要圣贤为

权势者承担罪过，这在情理上说得过去吗？ 刘永

济这种行文方式，显示了他作为辞章家的气质，虽
然也晓之以理，但更多动之以情。

对刘永济来说，如果滤去了参与文化论争的

意义，《学衡》对其学术影响的扩大、学术地位的

确立也是有显著作用的。 例如，刘永济与张舜徽

的交游，就起因于“舜徽先生年少时，即闻刘氏大

名，‘常于《学衡》杂志上读其所为文，心焉仪之’。
后来卜居武昌，任华中师院历史系教授。 华师在

桂子山上，与武大所处之珞珈山相去咫尺，故舜徽

先生与永济先生得以时时往还，过从甚密［……］
相与议论切磋，气味相依，惺惺相惜” （李绍平

１６１）。 正是凭着《学衡》这个平台，刘永济的学术

声誉，从湖湘之地逐渐扩散至全国范围。

二、 《湘君》与《学衡》确曾相互呼应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刘永济、吴芳吉、刘朴、谢祖尧

等在明德学校成立了湘君社，刘永济被公推为社

长。 湘君社的社刊名为《湘君》，由吴芳吉主持。
湘君社命脉所系在于《湘君》，但《湘君》延续

的时间并不长。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创刊，出第一期，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出第二期，１９２４ 年 ５ 月出第三期，此
后即无疾而终。 《湘君》停刊的原因，主要是销路

不好，缺乏后续经费的支撑。 而销路不好的原因，
一是明德学校地处长沙这一偏远地带，辐射范围

有限，二是《湘君》以“文艺趣味”为主，缺少社会

舆论所关注的热点话题，这两者都限制了《湘君》
的社会影响力。

在大多数与《学衡》相关的研究成果中，《湘
君》季刊的存在，要么是微不足道的小话题，要么

便索性忽略不计。 偶有提及，也多半是将之视为

一个依附于《学衡》杂志或学衡派的存在。 例如，
沈卫威就将《湘君》 《史地学报》 《国学丛刊》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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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等一律视为《学衡》的同人刊物，纳入“新旧文

化之争”的格局加以论述。 他说：“反抗新文化—
新文学的话语霸权，以文化保守的姿态抗衡文化

激进，强调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弘扬

人文主义精神，是《学衡》杂志的特征（包括《湘
君》）”（“学衡派‘谱系’” ４３）。 上述判断不无依

据，《湘君》的首倡者吴芳吉便从不讳言二者之间

的呼应关系：“长兄在南京创《学衡》杂志，某因创

《湘君》 应之” （《吴芳吉集》 ５４５），这里的 “长

兄”，指的就是吴宓。
所谓“同人”，指《湘君》的主要创办人、撰稿

人甚至主要阅读群落、影响范围，皆与《学衡》存

在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 《湘君》的主要创办人，
以长沙明德学校的教员为基本班底，其中刘永济、
刘朴、吴芳吉等，皆是《学衡》的作者。 刘朴曾说：
“（吴宓）创《学衡》杂志。 芳吉则创《湘君》，辟伪

新文学，自为诗；推刘永济社长，为词；朴为散文。
又皆执笔《学衡》”（《吴芳吉集》 １３６５）。 这种作

者群的重合，使《湘君》与《学衡》几乎如同唇齿

相依。
《湘君》第三期曾专门登载了《学衡》简介：

创始于民国十一年冬，每月一期，已
出三十余期。

其宗旨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

国粹，融化新知。
其态度在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

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其与时下杂志不同之处，在不尚标

榜，不事鼓吹，不攻讦谩骂，不徒好新奇，
不迎合社会心理，不作惊人可喜之论。

凡有志文哲艺术之士，欲不为时髦

之言所愚，不为一偏之见所蔽，不为一主

义一党派所拘束，不为一家之见解一国

之文字言语所颠倒错乱者，请读《学衡》
杂志，则黑暗之境，自有光明；烦闷之情，
自能解慰；纷乱之象，自有条理；枯燥之

思，自滋生趣。
盖其于安身立命之道，齐家治国之

方，文化之真谛所存，汉族之精神所在，
谆谆三致意云。

编辑处： 南京鼓楼东保泰街十号

《学衡》杂志社。 定价每册二角五分，全

年二元五角，邮费全年三角。 各省中华

书局发售。 （“学衡简介”）

这一具有广告性质的简介，是对《学衡》的直

接支持。 相应的，《湘君》的发行也得到了《学衡》
同人投桃报李的帮助。 从《湘君》的出版发行，到
它的推广运作、影响扩散，乃至一些细微小事，吴
宓均予以密切关注。 吴宓曾在自编《年谱》中详

细记载了《湘君》第三期的印刷情况。 他说： 吴芳

吉的学生汪剑余将第三期《湘君》携至上海刊印，
“乃投入私立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门下，竟将《湘
君》第三期之封面（书册为横长形）印成一淡蓝色

底、红字之横匾，‘湘君’两大字，其下‘第三期’，
字极小，几不可见。 左署‘江亢虎题’，不知江君

与《湘君》有何关系？ 又曾为《湘君》出何力也？”
（“吴宓自编年谱” ２４８）。 连《湘君》的封面设计

等细节都在他留意的范围之内，可见其关注之切。
吴宓对《湘君》的扶持，尤其表现在亲力亲为

的宣传与推销。 １９２３ 年 ２ 月，吴宓收到刘永济、
吴芳吉等人寄去的《湘君》第二期，当即“召集熟

识之学生，在东南大学口字房一教室内，开一小

会，讲述《湘君》之特别优点，并为推销”（“吴宓自

编年谱” ２４１—４２）。 除了向学生推销以外，吴宓

还曾为《湘君》的代售事宜四处奔波。 １９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他在写给吴芳吉的信中说： 乐天书局

“又愿代售《湘君》，宓前已分散净尽，仅馀一册，
自存，今已付该局作样本。 见片后，乞即寄上五本

或十本《湘君》来此，由宓经营代售，但愿以若干

为该局报酬，乞自定示知。 又该局云，如愿减价售

出，例如九折，只售三角六分，则易售出云云，如何

统乞决示”（《吴宓书信集》 ８５）。 而且，吴宓推广

《湘君》并不限于熟识的学生圈子，也不只是向书

局推荐代售。 在 １９２２ 年写给吴芳吉的另一封信

中，吴宓曾提及他为《湘君》说项：“宓则正设法为

《湘君》表扬，今均不述，如有所成，当以其成绩相

告，以求省事”（《吴宓书信集》 ８３）。 正是在吴宓

等人的支持下，《湘君》在南京的销路，较之其他

地区明显胜出一筹：“总计暑假两月，《湘君》所卖

出者，不及十分之二，乃又托人再向各埠兜售。 在

上海陈列百日，卖十三本；在四川重庆，半年卖去

七本；惟在南京，得友人之游扬，竟于一月之间卖

五十本，故《湘君》之销路，以南京为第一矣”（《刘
永济先生年谱》 ２７２）。 《湘君》在南京的行销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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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较好，主要得力于吴宓，他是把《湘君》的事当

成自己的事来做的。
现存的吴宓写给刘永济与吴芳吉二人的信函

中，有这样一封：

正月十三日庄士敦先生来函，节录

如下： Ｉ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ｅ 湘君季刊，ｗｈｉｃｈ
ｙｏｕ ｋｉｎｄｌｙ ｓｅｎｔ 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ｋ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ｎ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ｏｒ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ｔ．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ｄ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
ｐｏ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ｄｅ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ｏｆ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ｓｅｓ． 今索

《湘君》之裨君，当为求阅 Ｂｕｒｎｓ 之诗之

故。 尊处如能觅得《湘君》第一期一册

寄与之，则幸甚。 宓之复函，已以 《湘

君》之详情告之矣。 （《吴宓书信集》
８９）

收到过吴宓寄赠《湘君》的文化名流，想来不

只庄士敦一人。 １９２５ 年，吴宓又曾“以《湘君》二
期，赠大连诸中日诗人文人凡数册” （《吴宓书信

集》 ９８）。 与《湘君》同人的私谊与共同的志趣，
决定了吴宓对《湘君》有着切己的关切。 这种切

己的关切，即使是在《湘君》停刊若许年之后的

１９６２ 年，仍在影响着吴宓的生活。 吴宓在这一年

所写的日记中，还保留着 “归读 《湘君》 季刊”
（“吴宓日记续编” ３５４）的记载。 残缺的史料与

时光的阻隔，已使我们难以体察四十年后吴宓重

读《湘君》的起因与用意。 但却不难推想： 当吴宓

的目光抚过那些熟悉的名字、熟悉的文字时，脑海

里一定会浮现出故友亲切而鲜活的形象，心底也

一定会闪过一瞬悸动。 历史，总是活在具体的细

节中。
《湘君》与《学衡》所刊载的文章、诗词，存在

相当程度的“互见”现象。 在稿源奇缺的境况下，
《学衡》有时甚至会“预录”《湘君》即将刊发的内

容。 这类“互见”的篇目，除了刘永济等人的诗词

类文学作品以外，最受瞩目的就是那些口径相同、
步调一致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文。 如，吴芳吉

的《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前三论分别刊于

《湘君》第一、二、三期），均为《学衡》所转载，其

《四论》因《湘君》停刊而首发于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学
衡》第 ４２ 期。 至于刘永济在《湘君》上所发表的

文章，其互见于《学衡》者，除了《迂阔之言》这样

被明确贴上反对新文学标签的篇目外，诸如《论
文学中相反相成之义》等文，也卷入了《学衡》诸

公关于“新旧”的讨论。 这些为《学衡》所转载或

“预录”的《湘君》诸文，当然是一致“反对新文

学”的。
对于这种作品“互见”的现象，《湘君》的主事

者并不讳言，也相应地作出过解释。 《湘君》第三

期所刊出的《上期报告》中写道：“《湘君》之稿有

互见于 《学衡》 者， 《学衡》 《湘君》 同声气也”
（１７１）。 “出杂志以矫正伪新派文学之失”（《吴芳

吉集》 ２６４），是《学衡》与《湘君》声应气求的共同

立场。
对于这种作品互见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同声

气”意旨，吴宓是颇为满意的，并极其热心地将这

一事实昭告于世人。 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反应》
一文中说，“近年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本其偏激

之主张，佐以宣传之良法［……］加之喜新盲从者

之多”，而《湘君》这样的“于新文化运动怀疑而批

评之书报”，则是“新文化运动之反应”（４）。 这样

的介绍引起了鲁迅的警觉，他引了吴宓关于“《湘
君》求文艺之美” “故兼用通妥白话及新式标点”
（４）的说法，调侃道：“总而言之，主张偏激，连标

点也就偏激，那白话自然更不‘通妥’了。 即如我

的白话，离通妥就很远；而我的标点则是‘英文标

点’”（３９３）。 与《学衡》同声气的《湘君》，也与

《学衡》一样承受着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不屑与

不满。

三、 《湘君》与《学衡》的文化姿态确有差异

《湘君》与《学衡》之间的“同声气”，甚至使

吴宓一度生出了这样的期望：“倘能合《湘君》《学
衡》之人才为一，去每种之魔障，存二者之精华，
由我等同心人主持之，则必有奇光异彩，而远胜于

今日之情形” （《吴宓书信集》 ８２）。 令他失望的

是，这一愿望“实事上竟不能为也” （《吴宓书信

集》 ８２）。 毕竟，不论彼此之间有着多么亲近而

密切的关系，《湘君》与《学衡》终究是两份各自独

立的刊物。 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从表象上看

至少体现在一重创作与一重学术等层面；究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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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则是在文化姿态上的差异。 较之存心

“救世”的《学衡》而言，《湘君》更多清高“自愉”
的意味。 《学衡》 “狂”而《湘君》 “狷”，了解这一

事实，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湘君》的题

旨、内容及风格，也有助于我们更为亲切地把握刘

永济的辞章家气质。
对于《湘君》与《学衡》的差异，两社“同人”

有着清醒的意识。 吴宓曾一言以蔽之，曰《湘君》
“注重文学创造” （“吴宓自编年谱” ２３６）。 而吴

芳吉在其《自定年表》中则将这种差异表述为：
“两者精神虽同，旨趣各异。 《湘君》注重创作，
《学衡》多事批评；《湘君》但载词章，《学衡》更及

义理；《湘君》之气象活泼，《学衡》之态度谨严；
《湘君》 之性近于浪漫，《学衡》 中人恪守典则。
《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 （《吴芳吉

集》 ５４５）。 也就是说，两本刊物在风格、内容与

目的上均有不同。 《湘君》第三期所载之《湘君简

章》云：

本刊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
以相互观摩砥砺为宗旨。 本刊以设在湖

南，定名曰 《湘君》。 本刊出版暂不定

期。 本刊内容，不预分类别。 惟绝对拒

收谩骂、标榜及一切偏激之著作。 本刊

系由同人自由组织，言论概归各人负责，
与所在之团体或学校无关。 本刊材料，
除由同人撰集之外，有与本刊宗旨相合

之投稿，无论文言白话、新旧体裁，俱所

欢迎。 但立言措辞以雅正明洁为主。
（“湘君简章”）

与《学衡》简章相比，其差异一目了然： 《湘
君》以“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相互观

摩砥砺为宗旨” （“湘君简章”），《学衡》则以“论
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学衡

简章”）为旨归。 题旨既然有异，风格与内容也就

各有偏重了。 吴宓曾说：“以《湘君》与《学衡》比
较，各有所长。 约而言之，《湘君》主创造，《学衡》
主批评（兹所谓主者，乃材料偏重较多之意）；《湘
君》重文艺，《学衡》重学术；《湘君》以情胜，《学
衡》以理胜”（《吴宓书信集》 ８２）。

较之专收“文言” 作品的《学衡》 而言，《湘

君》兼收“文言”与“白话”作品，也是一个特点。

《湘君》第一期所载吴芳吉之《吾人眼中之新旧文

学观》，可以代表刘永济等《湘君》主事者对文学

之新旧的看法。 “吾人之于新旧，向来无所偏袒”
（《吴芳吉集》 ４３０），“真正之文学乃存立于新旧

之外，以新旧之见论文学者非妄即讹也” （《吴芳

吉集》 ４３３）。 他认为：“文学之中，则无文言与白

话之别。 既为文学，则选用文字，一必要明净，二
必要畅达，三必要正确，四必要适当，五必要经济，
六必要普通。 欲定文学形式之死活，必要合此标

准”（《吴芳吉集》 ４３４）。 刘永济也在《论文学中

相反相成之义》一文中说：“所谓新旧文家之弊亦

有二： （一）旧者之弊，在蹈袭古人之思想情感，而
以矫揉字句篇章为锻炼。 （二）新者之弊，在蹈袭

西人之字句篇章，而以矫揉思想情感为新奇”
（“论文学中相反相成之义” ４６２），因而倡导“诗
无新旧，惟其是”（“旧诗话” ４６３）。 《湘君》第二

期之《上期报告》也重申了《湘君》诸公对于新旧

的看法：“吾国文学之败乱，其祸首不在旧派之泥

古难通，乃在新派之矫枉过正，既失中道，反昧大

体故也。 新派所攻击者旧派，吾人则于旧派新派

之行，皆不直之。 且吾人不特欲为文艺致观摩，且
欲为道德负责任，此《湘君》之本面目也” （《刘永

济先生年谱》 ２７３）。 《湘君》努力以中道自持，讲
求一种不激不随的内容风格，反对的是“伪新文

学”，而不是所有的新文学。
与“志在救世”的梅光迪、吴宓不同，湘君社

诸人有着强烈的“自愉”情结。 对于这种“自愉”
情结，《湘君》主事者不吝反复申说：

本刊内部，毫无组织，所行一轨，皆
属同志，不用介绍加入，取群而不党之意

也。 本刊创设初意，只在同志之联络，不
在与人为竞争。 是以《湘君》中人，年龄

程度，至为不齐。 所为诗文，亦随人而异

其得失美丑。 然并得失美丑之作，竟以

刊之者，年龄程度虽至不齐，而热心文

艺，尊崇道德之思，一也。 以言学问，彼
此固是空无，纵有半解一知，要属身外之

事，何与于我。 意气相感，不能无已于言

耳。 安用较长论短， 与世奔赴为欤？
（《刘永济先生年谱》 ２７３）

本刊只在刊印同志之诗文著述，藉
为道义精神之观摩，并非具体成立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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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故无老幼男女、省界国界、学校职业

种种之限定，亦无介绍入社或征示会员

之事。 （《吴芳吉集》 ４４５）
慨自狂潮泛滥中土，所当者陋，所过

者溺，《湘君》微弱，何足以言救济。 《湘
君》之必始终失败，理也势也！ 惟然，明
知其必失败，自甘行行失败之中，无尤无

怨，无畏无疑，坦然以进，孑然以止，此即

《湘君》所望我同人者也。 （《刘永济先

生年谱》 ２７２—７３）

无论是不愿“与人为竞争”“较长论短，与世奔赴”
的态度，还是“自甘行行失败之中，无尤无怨，无
畏无疑，坦然以进，孑然以止”的作派，都是湘君

社“自愉”心态的产物。 既然“意在自愉”，湘君社

也就不需要明确的组织架构与入社程序了。
从发生在与《湘君》有关的一件纠纷中，可以

清晰地看出这种清高自持的心态以及《湘君》诸

人的处事风格。 吴芳吉曾在《湘君》第一期未经

吴宓允许刊载了他的《旅美日记》。 因事涉隐私，
为吴宓惹来了许多“讥笑唾骂” （《吴宓书信集》
８６）。 为此，吴宓致信吴芳吉，要求刊登启事加以

说明。 对此，《湘君》第二期在《上期报告》中作出

了这样的解释：“上期选载吴宓君之《旅美日记》，
中有非难自由结婚之语，不悦于上海某报，为所辱

骂，此又《湘君》所深歉也。 虽然，吾肯低首下心

以与此辈辩哉”（《刘永济先生年谱》 ２７２）。 不肯

“低首下心以与此辈辩”，这种孤高自许的名士情

调，大不同于一定要与新文化人辩个明白、争个高

下的《学衡》。
这种孤高自许的名士情调，在刘永济身上体

现得尤为分明。 “诵帚教于长沙，时北大方骛革

新，举世趋之，诵帚若无睹也。 数年，东南倡言笃

旧，举世又复趋之，诵帚若无闻也。 人问其故，曰：
吾惟统计兼筹，凡吾诸生所应有于文学者，若干知

识，若干能力，若干训练，而尽与之。 其欲专于文

也，即此而有门径，其不专于文也，即此可奠基础。
若新若旧，非所言于青年辈也。 故诵帚之门，长年

如春风皎日，潮流不能荡也，风气不能移也。 凡从

诵帚游者，皆自得无烦闷”（“三论吾人” ２４）。 刘

永济号诵帚，“当举世狂呼打倒孔家店，打倒中国

旧文化之日”，他的这种“自得无烦闷”的名士情

调，与“南高诸人独奋起伸吭与之辩难”（“大学之

魂” １５４）的斗士姿态是迥异的。 “南高诸人”致

力于影响社会舆论，而刘永济等则对社会舆论不

甚介意，“虽千万人吾往矣！”不屑于与新文化人

争一日之短长，而宁可二三友朋相互切磋，自得其

乐地从事“文艺”创造，以寄望于将来，这便是湘

君社的风格，这便是刘永济的风格。

四、 湘君社的文学活动与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

如果我们对《湘君》社的“自愉”心态有所了

解，也就容易理解刘永济等人不愿与《学衡》合并

的态度了。 《湘君》创社以后，吴宓曾不只一次提

出过合为一体的动议。 他在写给吴芳吉的信中

说：“苟弟及二兄能以文稿诗篇等多多寄示，或自

撰或代收，则《学衡》亦即《湘君》，固二而一者也。
今乃另起炉灶，别树一帜，徒费双方之心血时力”
（《吴宓书信集》 ９１），“苟能就此间已成之局，以
《湘君》并入《学衡》，同心戮力，结为一体，凡《学
衡》有须改良之处，弟及二兄，尽可详明揭示，宓
当竭力推行，而《湘君》之白话歌谣等，不甚合《学
衡》旧例者，固新派诸报所欢迎，岂患无发表之地

哉！ 故以《湘君》合于《学衡》一层，实宓所认为最

善之办法、最大之计划，而敢斗胆请于弟及二刘兄

者也。 ［……］即黄叔巍、汤锡予诸兄，均谓早应

如此。 所以渴望弟及二刘兄离湘外出者，即望合

为一团体，而不独树《湘君》之一帜也” （按，吴宓

信中“二兄” “二刘兄”，指刘永济、刘朴） （《吴宓

书信集》 ９１）。 对于“吴宓等函劝《湘君》与《学
衡》合并”之议，湘君社诸人并不热心。 《湘君》对
于刘永济、吴芳吉等人的意义，首先是“游于艺”
的所在，一个令之“精神甚安”（《吴芳吉集》 ５４７）
的艺苑。 他们所更为热衷的，是围绕着湘君社所

展开的一些文学活动以及因这些活动而促发的诗

词写作和文学研究。
湘君社是为了纪念屈原而成立的。 吴芳吉曾

作《湘居》诗，其注有云：“明德学校在长沙之西

园，园中湖亭曰楚辞，刘弘度君倡建，以纪念屈子

也”（《吴芳吉集》 ２６３）。 《自订年表》亦载： 楚辞

亭于民国十二年二月倡建，“临澧辛树帜采楚辞

中所有草木，环植四岸，以纪念屈子，并为明德廿

周年祝也”（《吴芳吉集》 ５４６）。 “刘弘度永济、刘
朴君柏荣，与吾创湘君社，出杂志以矫正伪新派文

学之失，所刊屈子画像，徐桢立君绘，争为京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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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影印”（《吴芳吉集》 ２６４）。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时逢明德建校 ２０ 周年大会，由刘永济发起倡建，
明德教员捐资，在校内屈子湖中央兴建楚辞亭。
亭刻王闿运联：“十步之内芳草，六经以外文章”
（“胡子靖先生年谱” ４３１）。 刘永济亲书屈原《离
骚》全文，悬于亭中。 为此，刘永济还填有《木兰

花慢·楚辞亭》词一首：

对幽兰泪眼，似曾见，独吟情。 自赋

笔沉玄，香筩约采，寥落湘灵。 蜺旌定，
怀故宇，驾玉鸾欲下雨冥冥。 鼓枻高歌

去远，凭阑春水方生。 孤亭，载酒同登。
声艳楚，俗传荆。 怅苍茫今古，芳菲总

付，横术荒城。 遗馨，尽堪揽结，且不须

醒醉问浮名。 花外纷纷落照，乱山何处

归程。 （“木兰花慢·楚辞亭” １７）

该词于 １９２４ 年 ５ 月发表于《湘君》第三期。
刘永济在《湘君》第三期发表论文《迂阔之言》上
下篇时，署名为“楚辞亭客”。 从这一署名，也可

知“楚辞亭”或者说屈原对于刘永济等湘君社同

人的特殊意义。 就连湘君社端午“雅集”、筹款活

动，议程中也包括“主席刘弘度所书离骚经一卷”
（《刘永济先生年谱》 ２８４），各赠曾广钧、胡子靖、
徐绍周、李剑农等文友宾朋一项，显示了以屈原传

人自许的风范。
《湘君》每期出版，例有聚会，其性质与古代

的文人社集相同。 曹丕《与吴质书》尝云：“昔日

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

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

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曹丕集校注》 ２５８）。 这

里所描写的当即诗酒雅聚的生活。 后代文士，在
诗酒雅聚的基础上组织诗社文社，一方面表示趣

味相投，友情深厚，另一方面是为了切磋琢磨，促
进创作。 唐代的洛阳九老会（白居易所创），宋代

的彭城诗社（贺铸所创）、豫章诗社（徐俯所创），
元代的山阴诗社、武林诗社，都属于文学社团。 湘

君社也属于这种文学社团，其雅集旨在增强社团

的活力并推进创作。 “湘中文学之盛，在近代中

国实推第一” （《吴芳吉集》 ６６８），湘君社的许多

风雅而富文学情趣的活动，如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
年）十月一日，“同人举行游山之会”，“渡湘江”而
“登岳麓”（《吴芳吉集》 ６７８），即是这种文学风尚

的延续。
湘君社诸人也看重因这些活动而促发的诗词

写作和文学研究。 以刘永济为例，此时对词的兴

趣日渐浓厚。 他“少年时期曾在其姑父松琴龙家

中得读古今词集，这对他词学基础的奠定和兴趣

的培养，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刘永济先

生的词学研究” ７）。③１９１２ 至 １９１７ 年客居上海期

间，刘永济的四哥刘永滇在上海做官，晚清词坛的

两位著名词人，朱祖谋和况周颐，碰巧也寓居上

海。 刘永济以一首《浣溪沙》 （几日东风上柳枝）
向况周颐请益，况周颐大为赏识，说：“能道‘沉
思’一语，可以作词矣！”朱祖谋也赞许刘永济“能
用方笔”。 所谓“能用方笔”，是说刘永济有作词

的天分。 刘永济《词论》卷下《结构第五》引《蕙风

词话》卷一曰：

词不嫌方。 能圆，见学力；能方，见
天分。 但须一落笔圆，通首皆圆；一落笔

方，通首皆方。 圆中不见方，易；方中不

见圆，难。 （９０）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被两位词坛老宿

誉为作词得法，且有作词的天赋，这对刘永济来

说，真有一种登龙门的感觉。 他终身以况、朱传人

自勉，致力于弘扬常州词学，即因他曾得到过况、
朱的认可。 而身为《湘君》主事者的刘永济，在弘

扬常州词学的同时，也持续地显示了他作为一个

词人的风采。 他后来的武汉大学同事苏雪林教

授，常语含讥讽地称他为“旧式文人”，其实恰切

地道出了新文化人对刘永济的定位。 宁可被视为

“旧式文人”，也依然以“词是吾家事”自许，这里

显示的正是浓郁的辞章家气质。
刘永济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集中体现为他

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文学论》。 《文学论》一书，是
以“文学概论”讲义为基础补订而成。 “在明德中

学时，他给学生讲授文学概论，贯通中西，要言不

烦，所成讲义，取名《文学论》，曾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重印多次” （“刘永济先生的词学研究” ５）。
《文学论》是刘永济最早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也
是 ２０ 世纪初叶较早问世而又较有影响的现代意

义的文学理论著述。
刘永济《文学论》认为，文学之所以能够成

立，在于它有科学、哲学所不能取代的功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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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之，哲学科学皆学识之事。 文学家不可无学

识，已甚明白。 特哲学家所得之学识，以之为解释

自然之用；科学家所得之学识，以之为实验自然之

用；文学家所得之学识，以之为阐演自然之用”
（１２），“文学家有学识然后有了悟与判断之能力。
有了悟判断之能力，则对于人情物态，始能见到精

微之处。 能见到精微之处，又能综合而表曝之，则
能使人于其所表曝之中，收感乐与慰苦之效。 能

收感乐与慰苦之效，则能感化人之情性，使之高尚

优美。 文学至于此境，已极艺术之能事矣”（１３）。
刘永济将文学作品分为学识之文和感化之文两

类，而以感化之文为主。 所谓感化之文，即诗歌、
戏曲、小说、散文等。 刘永济对文学的界定，与新

文化人的理念并无多少不同。 盖刘永济意中的

“辞章”，与新文化人说的“文学”，其间重合面

甚大。
刘永济《文学论》对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判

断是： 中国哲学以善为本，中国文学亦以善为本。
主善的文学，其长处在切近人生，温柔敦厚，其短

处在不随世变，情趣缺乏，“故真与善者，文学家

之学识也。 具此学识不欲正言质言以强聒于人，
而以巧妙之法，用文字感化人。 不欲空言抽象之

理于人，而以具体的表现，使人自领悟。 故文学家

不可无道德与智慧，而纯正文学非质言道德与智

慧之事也”（８０），“我国文学，因历代尊经之故，多
以善为根本，不免偏重事理而少情趣。 扬雄壮年，
悔其少作为雕虫小技，而摹《易》以作《太玄》，摹
《论语》以作《法言》，摹《尔雅》以作《方言》，后世

昌黎韩愈遂比之于荀孟。 他如真西山选《文章正

宗》，尤重道德，谓‘立言必关世教’。 程子论文，
直以为文为玩物。 盖其时理学盛倡，文学亦受其

影响，又于学识文学与感化文学二者辨之未明，故
诗歌亦以之为议事说理之用，虽意在侧重人生，而
有伤艺术矣”（８１）。 以诗词写作和辞章研究为毕

生事业的刘永济，其总体文化立场虽与新儒家一

致，却又有其微妙的差异： 新儒家往往轻视辞章，
轻视感化文学，刘永济则对感化文学情有独钟。
“在刘先生已完成的学术著作中，以‘楚辞学’‘龙
学’和词学方面的较多，学林也很自然地推崇先

生在这些领域的造诣，然实际上刘先生治学之广，
读书之多，是很惊人的。 他在群经、诸子、小学、史
学及佛学方面，在目录、校勘、版本方面，在地理沿

革、名物制度等方面，修养都很深厚。 所以他研治

古籍，就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 从有关《楚辞》
的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对古

文字学和古史的造诣；从有关《文心雕龙》等著作

中，又可以看出先生对玄学，特别是《庄子》的造

诣；而从其诗词的创作与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出

先生对禅学的研究也是很深的。 他所以很少发表

文学研究以外的东西，只不过是因为他并不认为

读了书就一定要让别人知道罢了”（“刘永济先生

的词学研究” ６—７）。 也许可以补充一句，刘永

济之所以很少写文学研究以外的作品，还是因为

他更富于辞章家的气质，刘永济更乐于以辞章写

作和辞章研究来呈现他的文化理念。
刘永济终生以集部研究为主，小说戏曲非其

关注中心，但《文学论》对小说戏曲并不忽视。 他

认为，文学的功能既然主要是“感化情性”，其功

能发挥得越充分，自然也就越有价值。 “至于表

现之时，或以诗歌，或以散文，或以戏曲，或以小

说，皆其采用之方法有异。 至其感化情性，则一

也。 但诗歌、戏曲、小说、散文之中，其功能亦各有

大小。 大抵戏曲、小说感化之功能，较诗歌、散文

更为普遍” （１４）。 刘永济认为，就文体的理想形

态而言，作为感化文学的戏曲、小说，胜于诗歌、散
文；但就实际的创作而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就不

如戏曲，不如诗词。
刘永济《文学论》的上述基本判断，与其辞章

家风范构成了一种呼应关系。

结　 语

由于《湘君》存在的时间有限，影响力无法与

志在“救世”的《学衡》相提并论，关于它的研究、
评论甚少，可资利用的直接史料极为有限。 但目

前所见的这些言论、史料，已足以支撑这样的结

论： 《湘君》与《学衡》之间确实存在着“同声应

气”的关系。 正是这样一层亲密关系，使我们对

尚未进入大学场域、远离核心学术圈子的刘永济

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基本立场，有了明确的认知。
但《湘君》与《学衡》亦存在鲜明的差异。 《湘君》
的“文艺趣味”、兼容文白，尤其是其主事诸公的

自愉心态和名士情调，与《学衡》的偏重学术、独
重文言，尤其是其主事诸公的斗士心态和狂者风

范，差异之显著，一目了然。 正是这种差异，赋予

了对《湘君》作独立考察的价值。

·６６·



从《湘君》与《学衡》的离合看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

刘永济在《湘君》与《学衡》中扮演的角色大

为不同。 如果说，学衡派中的刘永济，更多扮演支

持者、追随者的角色，湘君社里的刘永济，则以主

事者的身份，更多地发挥了导向功能，并常以辞章

家的风范领袖群伦。 刘永济以辞章研究和诗词写

作为安身立命之地，其人生路径在《湘君》时期就

已彰显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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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

———： 《词论 宋词声律探源大纲》。 北京：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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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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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ｈｕ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４． ］

———：“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湘君》３（１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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